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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高僧傳》是研治中古史、宗教史者無法繞過的大書。現代宗教

史研究的開山大師陳垣先生在《中國佛教史籍概論》中對《高僧傳》

之史學價值早已多有抉發。而與援庵先生治史取徑頗不相同的錢穆

先生在他那篇幅有限、獨具手眼且包孕了史學大判斷的講稿《中國史

學名著》中，也將《高僧傳》與《水經注》、《世說新語》共列一講，

作爲六朝史學名著之代表大爲表彰。具備如此重要性的《高僧傳》自

然引來了現代學者的不斷關注，集中於該書的中文博士論文就有多

種。就大陸學界而言，來自馬來西亞的黃先炳先生 2005 年於南京大

學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《〈高僧傳〉研究》；其後，紀贇先生以博士論

文爲基礎的專書《慧皎〈高僧傳〉研究》在 2009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

社印行 ； 2022 年，商務印書館又出版了劉學軍先生由其博士論文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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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而來的專書《張力與典範——慧皎〈高僧傳〉書寫研究》（以下簡

稱“本書”）。如果說黃、紀著作主要在陳垣先生的延長線上，集中於

文獻，以史源學之手段窮其本末 ；那麼本書則大受錢穆先生之啓發，

從錢先生講稿中拈出“張力”一詞，集中於“書寫”展開。

一

如果說黃先炳、紀贇的《高僧傳》研究處理的是“書寫”最直

接的層面 ：文獻源流 ；那麼本書則通過“文本細讀”與“史料批判”，

圍繞着若干個案，嘗試討論歷史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以及慧皎爲何如

此作傳，此即本書所欲探究的“書寫”。大體而言，本書繼承了中古

史研究的優秀傳統，通過比勘留存至今的有限的史料文獻，努力探

尋史料間的罅隙，進而由罅隙作推測，由推理而彌合，從而完成二層

次之“探幽”：一，某些“書寫”（也包括“不寫”）所關聯的史事究竟

是怎樣的 ；二，慧皎面對如此人事，爲何要這般撰作？

如第一章探究《高僧傳》之編纂成書，第一節之標題爲“慧皎的

‘欲說還休’”，這一節“根據極其有限材料”引發了一項“推論”：“寶

唱的被擯極有可能涉及幾方力量的博弈”（頁 26），也即很可能受到

當時環繞在高層政治人物身邊的“權僧”的排擠。完成這一關乎寶唱

的處境的推論（這屬第一層次）後，第二層次的疑問——“慧皎的‘欲

說還休’”也就不難理解了：由於寶唱深陷權力之泥潭，處境窘迫，

遠離都城的年輕僧人慧皎，多少也感受到了環繞着寶唱的禁忌，故

而面對寶唱及其《名僧傳》，有了我們今日能夠看到的態度。在推闡

上述二層次之疑問的同時，作者也對《高僧傳》初版本之“自序”的

撰作時間區間作出自家推定。不難看到，在本書開篇的第一章第一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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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本書最大的特點已展露無遺，那就是在“考證”和“解釋”中雙

向前進，基於一些可靠的事實（這些事實往往已被前人利用處理過）

作合理的推論（也即“解釋”），而相應的推論又會構成下一步考證或

解釋的基礎或助力。仍以第一章第一節爲例，作者在推出慧皎“也感

受到了各種關於言說寶唱的禁忌”後，又下一注云 ：“由此，反過來

也更加可以證明慧皎的那個帶有‘自序’的《高僧傳》版本，應該完

成於寶唱遭受‘風波’的那幾年，即天監十八年到普通四年間。”（頁

29）“反過來”三字，充分展示了 “考”與“論”之雙向推進。這樣

一種雙向推進的論考，自然做不到“一錘定音”，而只能提出若干言

之成理、持之有故的設想。然而，推出一說而非證成定論，本就是

中古史的常態。循環滾動的雙向推進，也是開拓相關研究的必由之路。

前賢時彥以此法治政治史，大有成效。本書則循此路線，圍繞僧傳

董理佛教史。不過，在政治史上卓有成效的“探幽”，是否同樣適用

於僧侶與佛教史呢？

本書精心聚焦的若干個案，充分說明 ：適用於政治史的“探幽”

之法，同樣可以施諸佛教史。本書第五章《學術·僧制·王權 ：佛陀

跋陀羅“被擯”事件的多面書寫》就是顯例。有關佛陀跋陀羅的生平，

最可靠的文獻是《出三藏記集》和《高僧傳》中的傳記，後者較前者

篇幅更大，相關記錄也有一些差異，作者從“慧皎《高僧傳》對於僧

祐《出三藏記集》版本的增加和改寫處”出發，同樣做了兩個層次的

“探幽”：在第一個層次上，作者認爲佛陀跋陀羅的“被擯”與“解擯”

背後，皆糾纏着學理觀念、僧團權力與世俗權力三者的糾葛 ；而在

第二個層次上，第一層次的糾葛不僅引出了《高僧傳》不同於《出三

藏記集》的面目，也引發了慧皎的“困惑”，慧皎由佛陀跋陀羅之厄

運而生出“運命把握無定”之感，甚至“未能以佛教的思想來加以化解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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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頁 266）。這一章之疏通，不僅探佛陀跋陀羅、慧遠等高僧之曲折用

心，還探當權“王者”姚興之立場與態度，更探當時佛教內部制度與

政府管理佛教制度之異同，最後則一探慧皎“書寫”之用心與情懷。

由此可見，中古高僧之可探幽處，並不遜色於彼時之帝王將相。

某種意義上，本書最精彩的地方就在於 ：作者不僅對安世高、

佛陀跋陀羅、法顯等高僧生平行事與心態加以“探幽”，還時刻

不忘探慧皎書寫之“幽”。綰合此二層次之“幽”後，本書方能彰

顯作爲中國僧傳“典範”的《高僧傳》內部的種種“張力”。然而，

最精彩處往往也正是最危險的地方。《高僧傳》是年輕的慧皎在較

短的時間內編纂而成的一部大部頭“雜傳”（用《隋書·經籍志·史

部》之名目），就現存完整的《出三藏記集》和只留下目錄的《名

僧傳抄》來看，慧皎主要依傍既有文獻再加工而成《高僧傳》。凡

研究《高僧傳》者無不重視《高僧傳》的這一特徵，黃先炳、紀贇

在他們的著作中都用比較多的篇幅進行了儘可能詳細的文獻比對，

本書也全面借鑑了既有的考索（詳見第一章）。既然“《高僧傳》的

編纂也正是當時這種‘史鈔’風氣的產物”（頁 34），那麼當我們

看到《高僧傳》不同於《出三藏記集》的傳記呈現（如佛陀跋陀羅傳）

時，究竟是慧皎別有幽懷，還是慧皎看到了僧祐所不曾見到的史

料，只是進一步連綴材料，進而整合出一篇內容更爲豐富的傳記？

一定程度上，和中古史研究的許多疑問一樣，這一關乎《高僧傳》

根本的追問，也是無法作出斬釘截鐵之論斷的，作者也對這一大

前提有着充分的警惕，儘可能地論證“別有幽懷”更有可能。在

這個意義上，本書的主體部分均圍繞那些傳記篇幅足夠長的知名

僧人與大事件展開，正是對上述“危險”的最大限度預防：安世高、

佛陀跋陀羅、法顯以及“太武滅佛”均有相對豐富的記敘流傳，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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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作者展開細讀比對 ；而如果說《高僧傳》不同於其他文獻處可

能蘊藏着慧皎獨特的“用心”，那麼對大人物、大事件的記敘便是

最可能蘊藏心曲的所在。

二

不過，要探求慧皎之用心與《高僧傳》之“張力”，除了深入文本，

一字不放過地細讀、比勘外，還有一途也未嘗不可行，那就是：將《高

僧傳》放置在佛教入華後，中土信衆如何敘述自身歷史的譜系中

加以定位。慧皎在某些篇章中比僧祐多寫或少寫了內容，此種“異”

是否有深意，只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，且離不開推測 ；但《高僧傳》

不同於《出三藏記集》、《名僧傳》和《比丘尼傳》的最顯著處，就

在慧皎那精妙的結構設置，也即“分科”，此中定有深意。慧皎對“分

科”的重視與得意，在他寫給王曼穎的信中就有明確宣告 ；同時，

他還在《高僧傳》中撰寫了篇幅不短的相關“論”、“讚”加以總結

提升。本書從文體流變的角度，已對“論”、“讚”模式作了全面的

考論。而如果不止於此，將《高僧傳》中“論”、“讚”的內容與“十科”

的分類放置到中國佛教傳記流衍的脈絡中，不難發現：在慧皎之前，

不論是僧祐還是寶唱，都面臨着“西天”和“中土”的張力。

具體來說，佛教是外來宗教，佛陀不曾履及中土，而佛經的語

言也非漢語。因此，佛教傳入中國後的相當長時間內，中國僧人始

終有着強烈的“邊地”意識，印度纔是佛法意義上的“中國”，故有

中古時期不絕如縷的西行求法壯舉。同時，佛教進入中國後，“中國化”

和“化中國”的雙向旅程就漸次開展。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決定了

中國僧人不可能徹底拋棄本國固有傳統，中古華夏高僧罕有不通“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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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”者。爲佛教（尤其是中國佛教）作歷史敘述，便是“佛教中國化”

的重要一面，畢竟在印度的傳統中，歷史是不那麼重要的，佛典中的

“佛傳”和“菩薩傳”的主要性格也不是歷史的。從僧祐到寶唱到慧皎，

中國僧侶對佛教歷史的敘述，始終是富於歷史性格的，也即重視文

獻，追求“徵實”。而在編排衆多僧人的傳記時，用怎樣的框架排列

諸多單片傳記，是編纂者不得不面對的問題。僧祐在《出三藏記集》

的“述列傳”部分，採取了先外國後中國的排列法，先後關乎輕重，

這一排列無疑體現了僧祐對“西天”的尊崇。但佛教畢竟持續“中國

化”，外國僧人並不都比中國僧人重要。在《名僧傳》中，寶唱不再

滿足於簡單的先外國後中國的分類法，他先分“法師”、“律師”、“禪

師”、“神力”、“苦節”、“導師”、“經師”七類，這大體上是根據僧

人志業所在而做的，其先後排列也多少指向了不同身份的僧人在佛

教界的重要性 ；而在最爲重要“法師”一類中，寶唱又作了第二層

次和第三層次的分類，第二層次的分類又回到了先外國後中國的老

路上；在“苦節”一類中，寶唱更是細分出七小類（由此可見當時“苦節”

風氣之盛、形式之多）。就《名僧傳鈔》所保留的目錄來看，凡是兼

有中外僧人的類別，寶唱均先外國後中國。相較《出三藏記集》的“述

列傳”部分和《高僧傳》，《名僧傳》的結構和分類頗爲蕪雜。而在

寶唱編纂的《比丘尼傳》中，由於只收錄中國比丘尼的傳記，因此

寶唱直接以時間爲序編次，毫不雜亂。由此可見：中外的張力，在《名

僧傳》中是切實存在的。

沿着這一線索順流而下觀察《高僧傳》，我們不由得不驚歎 ：

慧皎的“分科”可說完美應對了中外之張力，且把握住了“佛教中

國化”的真精神。十科以“譯經”發端，正對應着佛法乃從西天

來 ；以“義解”緊隨“譯經”之後，則提示讀者 ：佛教之流佈離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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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對義理之解讀與弘揚。“義解”雖爲第二科，卻篇幅最大，這也

透露了佛教在中國並不僅僅是翻譯後的照本宣科，而是代有高僧，

各有勝解。此後的“神異”等八科，其先後排列和篇幅大小，均有

深意存焉，慧皎在每科之末的“論”和“讚”，也都呼應各科之傳，

既有總結又有發揮，頗有《太史公自序》的風采。而在每科內部，

慧皎以年輩先後爲序，不再優先排列外國僧人。在這意義上，《高

僧傳》在“中國佛教史學”上的地位，真可比《史記》在“中國史

學史”上的地位； 慧皎之“分科”， 頗類司馬遷設“本紀”、“表”、“書”、

“世家”、“列傳”五體以貫通古今并敘述作爲整體的“中國”。可以說，

《高僧傳》既是“中國佛教的”（以僧人們對中國佛教的意義分科

排列），又是“歷史的”（依時間先後展開，這是歷史的天然屬性）。

如果我們繼續順流而下考察中國僧傳的變化，就會發現：《高僧傳》

的繼承者不絕如縷，不論是《續高僧傳》還是《宋高僧傳》，結構

上均取法慧皎，並因應佛教史的實際變化而有相應調整：如“神異”

科被揚棄爲“感通”，這無疑和漢傳佛教輕神通的大勢有關；而“神

異”本居第三的位次，也改由“習禪”佔據，這無疑是禪法與禪宗

愈發興盛導致的。只需簡單羅列各朝“高僧傳”分科之名目與次第，

便能宏觀把握六朝隋唐宋明佛教史的若干變化。而這一脈絡的發

端與定型，便是慧皎。

三

上文的發揮，自然不是本書所要承擔的，不過本書第一、第二

章，聚焦於《高僧傳》，也逆流而上地觀照了相關問題，也在佛教

典籍與史部固有著述兩大系統內定位《高僧傳》。然而，第一章之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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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《從經錄到僧傳》中的“經錄”一詞，尚有可議之處。本書已然

清理出一條“道安→僧祐→寶唱→慧皎”的演變線索（頁 55），第

一章的關鍵詞“經錄”，指的是道安與僧祐的諸多的目錄，其中完

整流傳且與《高僧傳》關係緊密的，自是《出三藏記集》。今人固然

可以目錄定位《出三藏記集》，甚至簡稱此書爲“祐錄”（這是大部

分目錄學、文獻學著作的做法），但《出三藏記集》實乃一部包含

目錄卻不止目錄的宏大著作。僧祐編纂此書，其實試圖總括他所面

對的“佛教中國化”之整體歷程與圖景。僧祐自陳他撰作《出三藏

記集》有四種方式 ：“撰緣記”，這是從源頭處介紹佛教的歷史與

義理，並交代了與佛經翻譯有關的基本問題 ；“銓名錄”，這是相當

於經錄的部分，蒐集了不同的目錄 ；“總經序”，這一部分相當於四

部分類法中“集部”的“總集”，是翻譯佛經的前序、後記的匯聚 ；

“述列傳”，與《名僧傳》、《高僧傳》相似，若單獨將這一部分列爲

一書，《隋書·經籍志》必會將其歸入“史部·雜傳”類。某種意義

上，僧祐試圖用《出三藏記集》囊過中國佛教之緣起、進程、經典

（包含書目與文章）、人物，他自己絕不會將此書簡單定義爲“經錄”。

依照當時已然流行的四部分類法，《出三藏記集》橫跨史、集二部，

兼攝《隋書·經籍志》所列簿錄（目錄）、總集、雜傳。明乎此，我

們甚至可以推想：書名之“記”源自史部傳統，“集”則來自集部傳統。

在這個意義上，僧祐與《出三藏記集》對於僧傳流變的意義，是遠

大於道安和他撰集的目錄的。因此，就像智顗大師對於天台宗有

着最大意義一樣，“道安→僧祐→寶唱→慧皎”的線索中，僧祐的

地位尤爲特殊。還可略加發揮的是，《出三藏記集》這樣一種橫跨

史集二部、容量巨大的中土佛書，其體例很快就被揚棄 ：六朝隋唐

的若干知名“經錄”（不得已仍用此名目），首先不再承擔總集的任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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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長房《歷代三寶紀》已不收文章。不過，書名中的“紀”已經提

示了《歷代三寶紀》的編年特色，“紀年”是《歷代三寶紀》的一大

特徵，而僧人的生平則被融入書目之後，故而在《大正藏》中，《歷

代三寶紀》在“史傳部”。費長房之後，道宣《大唐內典錄》和智昇

的《開元釋教錄》書名即稱“錄”而非“記”、“紀”或“集”，形式

上也是更爲純粹的目錄，（《大唐內典錄》卷十《歷代衆經應感興化錄》

實乃以“錄”爲名記敘了六朝的諸多感應故事，可說是拖了一條“感

應傳”的“尾巴”。）因此我們今日很容易在《大正藏》的“目錄部”

找到這兩部書。在今日的目錄學史敘述中，我們往往會把《出三藏

記集》、《歷代三寶紀》、《大唐內典錄》、《開元釋教錄》置於同一脈

絡，此由“自其同者視之”，確有道理。但若回到每部典籍之語境中，

又能發現 ：從南朝到唐代，中國典籍固有的分類與體式，或許“戰

勝”了僧祐富於綜合意義的宏大企圖，這也是“佛教中國化”之一面。

同樣一部《出三藏記集》，徑視其爲“經錄”，或定位其不止“經

錄”，由之考索僧傳的源流嬗變，便有異說，這也提示我們 ：對於

經錄、僧傳一類編出來的書，整體上“怎麼編”，同樣是富有意味的，

其間亦有“張力”。如果說本書之前的若干《高僧傳》研究集中於

最紮實的文獻來源與編纂事實相關問題，本書則更加聚焦具體人事

的可能“實相”及爲何如此這般被呈現。前一工作追求的是竭澤而

漁，本書則力求探幽有得。在這兩向取經之外，將《高僧傳》放置

在“佛教中國化”的大背景下，推求若干中土佛教典籍撰述背後的

用心，也未嘗不是“書寫”研究的另一坦途。作爲一部經典，《高僧

傳》的內容有限的，但經典蘊藏的解讀空間卻是難以估量的 ；相應

的，有關中古僧傳“書寫”的研究，亦有無限可能。


